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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基础。然后，同一地域范围的“世家”之间通过
相互的拜师、联姻、荐徒等方式增强彼此联系，进一
步拓展“流派”的地缘性基础，从而使“流派”成为了
一个可伸可缩的弹性同业网络概念。相对来说，“流
派”的网络与西方行业网络的外延较为接近，但是，
联系流派网络的纽带依然是拟亲属关系，规制流派
内关系行为的仍旧是亲属关系的习俗惯例。中国的
流派网络从来没有西方行会那种清晰的成员资格要
求，也没有组织章程与结构，只有非正式的惯例与口
头约定，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完全依赖于个人之间
的情感关联，网络的界限是相当模糊和不确定的。因
此，中国行业网络的关系是相当脆弱的和个人化的，
“人情”而非“契约”构成了网络结构的基础。
从中国行业发展的历史来看，中国行业的发展
始终与政府的行政管理联系在一起。由于中国数千
年中央集权的帝国背景，中国行业从来不曾出现西
方那种能够与政府权力抗衡的自治力量。相反，中国
行业组织的发展是政府行政权力干预的结果。“行”
的出现缘于政府市场管理的需要，贯穿宋元明清，
“行”的首要功能都是为了满足政府采购劳役的需
要，甚至新中国专业团体的出现也离不开文化行政
部门的组织管理。中国行业本身缺乏独立精神，甚至
说它或多或少对行政权力存在一定的依赖性，行政
管理的政策变化很容易影响到行业的组织运作。而
且，自古以来，中国的行业组织从来没有具备垄断这
一行业就业机会的功能。无论是古代的“团行”、“铺
行”，还是现代的专业团体，都不可能完全排除“行外
人”或“黑剧团”、“民间剧团”在同一地域范围内的市
场竞争，更不可能涵括行业所有“世家”、“流派”的名
家师傅。
回归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众所周知，大
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与行业技艺有关联。然而，在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却很少有人提到行业传承
的问题，很少有人关心行业传承的后果将直接关系
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结果。特别是中国行业传
承的逻辑方式与西方行业传承的逻辑方式有何差
异，中国行业传承的特点对于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可能产生何种影响，几乎完全被忽略了。就目
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制度的建设来说，主要
关注点都集中在传承人制度上。当然，目前已经有大
量的研究揭示出传承人制度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的困
难，比如传承人认定制度二元化的问题①、遗产传承
人命名中出现的竞争矛盾以及代表性传承人“权威
性”与“代表性”不足的问题②，等等。也有一些研究探
讨如何使传承人制度能够突破个体传承的限制，使
群体性实践能够得到更合理的保护③。但是，从根本
上，现有的研究主要关注的还是传承人制度实践的
具体技术问题，而对于这个制度设计本身是否符合
中国行业传承的文化逻辑，却少有反思。为什么中国
的行业传承那么容易出现政府过度介入的现象？为
什么我们以硬性“三原则”遴选出来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却常常遭遇同行的质疑？为什
么在中国的代表性传承人认定过程中常常夹杂着历
史与现实、老人与新人、有名与无名、个体与群体等
诸多的矛盾？为什么总有不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持
有者不愿传承其世代传承的技艺？只有我们深入中
国行业传承的文化逻辑，才能真正理解传承者是在
一个怎样的文化结构中理解和实现被传承与传承的
行为，才可能为中国行业技艺的传承奠定一个能够
培育本土文化根基的制度框架。
文化遗产关键词：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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